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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分权是理解转型期中国的基本制度背景。对财政分权程度的描述及作用机

制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变动的逻辑。因此，科学合理地度量和使用分权指

标是这些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然而现有文献对不同指标的使用具有随意性，认为彼此间可

以相互替代。作者指出各个指标有其不同时段的适用性因此彼此不能混用。本文对各个指

标作用逻辑的讨论不仅回应了一般性文献也使其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对于目前普遍关心

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问题，目前及下一步政策思路主要是增加转移支付或增

加中央政府的“事权”比重。而通过复制近期代表性研究，本文发现只有“地方财政自主度”

对经济增长及公共品供给均有一致的积极作用。这些发现清楚地揭示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

革应侧重于财权层面，即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转向给予与地方政府支出相匹配的自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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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是理解转型期中国的基本制度背景，这一点已经成为文献的共

识（Xu and Qian，1993；Huang，1996；Qian and Roland，1998；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0；Cai
and Treisman，2006；Zhang，2006；Xu，2011）①。作为经济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财政分权的

描述及作用机制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逻辑。已有大量文献致力于研究财

政分权的潜在影响：Zhang和 Zou（1998）、Lin和 Liu（2000）、张晏与龚六堂（2005）、沈坤荣与付

文林（2005）、Qiao 等（2008）、李涛与周业安（2008）、贾俊雪与郭庆旺（2008）、王文剑与覃成林

（2008）、周业安与章泉（2008）以及范子英与张军（2010a）等研究检验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②；另一些研究则致力于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具体包括：地方政府支

出结构的偏向（傅勇、张晏，2007；安苑、王珺，2010）、地方政府规模的变化（Chen，2004；王文

剑，2010；郭庆旺、贾俊雪，2010；吴木銮、林谧，2010）、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乔宝云等，2005；平

新乔、白洁，2006；龚锋、卢洪友，2009；陈硕，2010；傅勇，2010；Uchimura and Jutting，2009）以

及地方政府对民营化的推动（朱恒鹏，2004a；Jin et al.，2005）。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比如赵文

哲（2008）讨论了分权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作用；李明等（2011）检验了分权对农村基层

治理的影响；陈诗一与张军（2008）分析了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陈抗等（2002）及

吴一平（2008）则考察了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行为在分权背景下的变化。在对该领域文献系统

考察之后，我们发现：首先，现有研究的出发点均立足于检验一般意义上的财政分权对于其

他结果的作用，这虽然可以回应关于分权的一般性理论，但对研究中用作分权具体测量指标

本身的作用机理，现有文献基本没有讨论；其次，即使针对同一因果关系，已有研究得到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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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这使得读者及政策制

定者必须谨慎对待从单篇研究中引申出来的政策

性含义。同时，相互矛盾的结果也制约了该领域的

进一步发展，不利于我们理解其中的因果机制，而

这对制定政策尤其重要。由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对理解整个中国转型具有重要性，也由于该领域的

文献仍然在快速增长，正确理解财政分权的度量及

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十分及时与必要③。

实证结论的不一致当然来自不同研究采用不

同的数据、模型设置及估计方法，然而更重要的是

它们采用了不同的分权程度测量方法④。由于关于

分权的一般性理论文献没有提供最优的测量指标，

而是仅仅指出分权程度可以从“收入”、“支出”及

“财政自主度”3个角度加以测量。在将一般性理论

和跨国研究的分权指标应用到中国实际情况时，现

有文献并没有充分讨论采用某个特定指标的理由，

一定程度上认为它们彼此可以相互替代。本文指

出，不同分权指标背后反映了迥异的事实与逻辑，

彼此并不能相互替代或混用。本文选取了近年来

发表的两篇有代表性的研究，在保持原有数据、模

型设置及估计方法的前提下，通过置换分权指标来

检验原有结论是否依然维持。实证重估发现，已有

结论依赖于具体分权指标的选取，使用不同分权指

标会导致原结论改变。当然重估工作并不是证伪

现有结论或者对其稳健型的挑战，正是试图说明不

同分权指标有着不同的作用逻辑。在目前中国央

地财政关系频繁调整的背景下，本研究认为分权指

标的选用应当十分谨慎：一个合适的指标需要在事

实上既能够反映出央地关系的跨时代变化，也能够

描述出该关系的跨地区差异。将现有文献广泛采

用的省级分权指标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分析比较了

这 3种指标的适用性并指出没有一个最优指标可以

准确刻画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变

化，各个指标有其不同时段的适用性。

结合文献的已有结论与本实证重估结果，本文

发现地方政府享有的财政自主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及

地方公共品供给都存在一致的正向作用。这些发现

对中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的政

策含义。围绕学界和政策层普遍关心的“财权”与

“事权”不对称问题，目前的政策思路主要是依靠转

移支付或者试图增加中央政府的事权比重来解决这

一问题：在分税制体制下，中央试图通过大规模的

转移支付来填补地方政府的财力缺口。但该制度运

行十多年来，其负面效果日益凸显⑤；而在下一步的

改革中，中央仍然希望通过增加中央政府事权比重

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⑥。本文的实证结论则显示下

一步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应侧重于财权层面，即从

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转向给予与地方政府支出相匹配

的自有收入。由此形成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匹配

将有效增加对地方官员的问责程度，从而达到优化

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最后，本文结论也

为 2012 年“两会”上众多与会代表关于增加地方财

权的呼声和提案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注脚⑦。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作为检验各个分权指标

的事实标准，第二部分将简要介绍 1949年以来中国

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经历的几次重大调整。接下来的

部分介绍并比较现有研究采用的不同指标，讨论它

们的含义及与事实上央地关系调整的一致性，进而

提出分权指标使用的一般性准则。第四部分则通过

置换分权指标检验已有文献结论是否发生变化。第

五部分将讨论造成结果变化的原因，并分析不同指

标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地方

财政关系的调整与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经历了中

央 计 划 的 统 收 统 支（1949~1978 年）、财 政 包 干

（1979~1993 年）与分税制（1994 年至今）3 个大阶段

（项怀诚，2009）。具体来说，相对于整个中央计划

时期，1978 年以后的中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权力方面

有明显的扩大。当然，即使是在中央计划期间，央

地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1958~1960 年的“大跃

进”期间及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即是

显著的分权化过程（Xu，2011）。而 1994 年的分税

制改革则是 1978 年以来分权化过程中中央政府的

一次集权努力（陈硕，2010）。划分这些阶段的主要

依据是其间发生的影响央地关系的重大事件及结

果⑧。本部分将简要介绍这些事件并从中引出评价

分权指标的事实依据。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期（1949~1957年）

1949 年之后，在制度方面，中央政府通过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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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法律法规确立了中央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
⑨。总体来说，这些措施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在

财政收支上的统一调度权力。相应地，各级地方政

府则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在经济方面，仿照

苏联模式，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三大改造”建立起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实施

“第一个五年计划”。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

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21.3%骤然上升到 1957 年底的 92.9%，而中央直属

企业从 1953年的 2800多家上升到 1957年的 9300多

家（朱镕基，1985）。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上缴的收

入和利润大部分都被中央财政直接支配（周飞舟，

2009），数据显示（见后文图 1及其数据来源），在“一

五”期间，不论是财政收入还是支出，地方政府所占

比重均低于 30%，显示出了中央财政的高度集权。

（二）“大跃进”运动时期（1958~1960年）

“一五”计划完成之后，毛泽东逐渐对中央计划

体制的“低效”与“保守”方式表示不满⑩。1956 年 4
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可以视作毛泽东关于中国

发 展 道 路 有 别 于 苏 联 模 式 的 系 统 性 表 述（Lieber⁃
thal，1995）。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分权

管理比集权管理更好（苏力，2004），他强调：“要扩

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发挥地

方的积极性”。次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实施“大跃进”运动对地方分权的思路付诸实

施。接下来国务院在 1958 年 6 月发布《关于改进

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进一步将 7 种税收划为地方

固定收入，并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增、减、免税收

的自主权。同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

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开始全面向地方放权。

上述事实反映出“大跃进”运动是通过一系列制

度设计将放权的思想运用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它也

反映出中央最高领导人试图绕开中央计划转而依靠

发动地方政府及群众的积极性来谋求国家建设的尝

试（Kung and Chen，2011）。作为结果，到 1958年底，

中央直属的企业从 1957 年的 9300 多个减少到 1200
个，下放了 88%，相应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也下降到 13.8%（周太和，1984）。之前的中央地

方财政格局被急剧改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

的 比 重 从 1958 年 的 19.6%急 剧 上 升 至 1959 年 的

75.6%，该比重到1961年进一步提高到78.5%。

（三）灾后调整及“文革”时期（1962~1976年）

“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促使中央不得

不反思与地方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收回此前下

放 给 地 方 和 企 业 的 权 力（武 力 ，2007；吴 敬 琏 ，

2009）。这些重新集中化的手段包括：上收部分企

业，到 1965 年，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是 10533 个，其

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份额由 1958 年底

的 13.8%回升到该年的 42.2%；将 1958 年实行的“以

收定支，五年不变”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变”，国

家预算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一本账，保持收支平衡，

不准地方进行赤字预算；同时整顿地方政府的预算

外资金，等等。然而这种再集权的趋势并没有持续

很长时间。对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来说，收权仅仅

是摆脱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待形势稍微好转后分

权化仍然值得尝试。毛泽东一直偏向于地方应当

尽量建成比较独立的经济体系（王绍光，1997）。于

是，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开始实施了更

加彻底的分权。这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形成

了所谓“M”型相对独立的地区经济（Xu and Qian，

1993）：比如，全国绝大部分县拥有生产农业机械的

企业，其中 300多个县甚至建立了钢铁企业；地方小

型国企生产了全国 69%的化肥、59%的钢铁；20 多

个省建立了生产汽车和拖拉机的国有企业（Xu and
Zhuang，1998）。相应地，地方财政收支权力在这段

时期大大上升，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占全国财政收

入（支出）的比重从 1966 年的 64.8%（36.9%）上升到

1975 年的 88%（50%）。相比之下，由中央政府直属

的企业数目只有不到 2500家，仅占全部企业数目的

3%，其工业产出仅占总产出的 9%（Huang，1996）。

（四）“财政包干”体制时期（1980~1993年）

1978 年以后，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国逐步摆

脱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并 经 历 了 明 显 的 管 理 权 下 放 过

程。和其他转型国家相似，这段时期中国地方政府

获得了很多在改革前没有的财政管理权力。与之

前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相比，地方政府拥有了独立

的预算制定权并享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比如地方

政府可以不受干扰地决定预算支出和中央政府分

享预算收入（Oksenberg and Tong，1991）。这段时期

中国的财政体制采用“财政包干”体制——中央每

年核定各省份的财政收入上交任务及财政支出指

标。其中，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的省份，将包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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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缴中央财政；对那些收不抵支的省份，中央财政

按差额进行补贴。相应地，地方超收或支出结余都

归地方支配，完不成收入任务或支出超额也完全由

地方自己平衡，中央将不再负责（杨君昌，1999）。

对中央政府来说，该体制让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财

政开支从而保证中央政府收入至少不低于现有水

平：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 1979年

的 20.1%回升到 1984 年的 40.5%；同时这种制度设

计下的地方政府会主动参与管理以增加本地政府的

固定收入，因此具有很大的激励谋求经济发展。然

而，由于中央较难真实地掌握地方经济运行情况，

这种体制也必然催生出地方政府隐藏税源的行为，

从而逐渐导致中央无法获得足够的财政资源。在

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降低税收的激励：因为税

收增加意味着中央多拿。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地

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楼继伟，2012）。中

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在经历了从 1980 年

的 24.5%回升到 1984 年的 40.5%的之后便一直回落

到 1993年的 22%，低于改革初期的水平。

（五）“分税制”时期（1994年至今）

中国的财政分权趋势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达到

顶峰后被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代替（Cai and Tre⁃
isman，2006）。中央政府主动推行此次改革目的是

为了调整 20世纪 80年代形成的中央地方关系，重新

回 收 重 要 领 域 的 经 济 管 理 权（Zhang，2006；张 军 ，

2007；刘克崮、贾康，2008）。通过此次改革，中央政

府成功地获得了在改革初期转移到地方政府的大部

分财政收入权力。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税收分为中

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显而易见，这次改革是中

央政府试图集中财政权力的一次努力，其最初的设

计和驱动力都是为了提高中央政府在财政再分配中

的角色。该改革改变了央地财政关系：从过去地方

向中央转移支付变成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楼继

伟，2012）。数据显示，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占 GDP 的

比率随着改革的推行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从 1993年

的 12.3%下降到 1994 年的 10.8%，但中央财政收入

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率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第

一年便发生了极其显著的跳跃，从改革前的 22%上

升到 55.7%。因此，这次改革并没有扩大原先政府

财政的收入基础，而是显著改变了中央地方之间的

财政关系，其政治含义大于经济含义（Zhang，2006）。

三、如何测量中国的财政分权

（一）现有文献使用的度量指标

从概念上，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

下 放 一 部 分 财 政 管 理 与 决 策 权 的 过 程（Marti⁃
nez-Vazquez and McNab，2003；Feltenstein and Iwa⁃
ta，2005），因此，一定程度的财政分权总是对应于某

一级政府实际拥有的财政自主度。财政分权领域

的研究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然而文献对如何

恰当地测量分权程度却没有得到一致意见。现有

文献经常采用的是 3 个指标：“支出指标（Expendi⁃
ture Index）”、“收入指标（Revenue Index）”及“财政

自主度指标（Fiscal Autonomy Index）”。前两个指标

可以用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

（支出）的比重来描述。第三个指标也叫做“财政自

给率（self-reliance ratio）”，表示地方政府自有收入

占本级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该比率衡量了地方政府

依 靠 自 有 收 入 为 其 支 出 融 资 的 能 力（Ebel and
Yilmaz，2002）。以中央和省之间的财政关系为例，

以下内容将逐一介绍上述指标。对这些指标的适

用性评价则在下一部分讨论。

1.“收入指标”

从收入角度测量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其计算公

式为：

其中下标 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该公式的分

子和分母也可以用人均标准化，以此控制人口因素

对财政资源分配的影响。另外，在人均标准化情形

中，也有研究将分母修正为中央本级收入和省本级

收入之和。

2.“支出指标”

从支出角度测量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其计算公

式为：

对该公式的解释与“收入指标”类似。

3.“财政自主度”指标

省本级收入和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构成了

财政分权it =
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it

中央本级或全国财政预算内收入t
（1）

财政分权it =
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支出it

中央本级或全国财政预算内支出t
（2）

财政自主度it =
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it

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总支出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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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政府在该预算年度的总财政支出，也就是公

式（3）中的分母。如前所述，1994年改革以后，所

有地方政府都要依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来消除

本地收入和本地支出之间的差距。名义上，地方

政府的财政自主度可以表示为地方政府自有收

入在其全部财政支出中的比率。Akai 和 Sakata
（2002）认为地方政府的支出份额并不能很好地

测量其财政自主度，只要地方政府自有收入能全

部满足其财政需求，地方政府仍然享有较高的分

权程度。该指标的基准值为 1，表示地方政府所

有支出都来自有收入，不依靠中央转移支付。如

果比率大于 1，说明地方政府自有收入在满足本

级支出之外还能利用剩余财力支援中央财政。

也 有 学 者 采 用“ 财 政 纵 向 不 平 衡 程 度（Vertical
Imbalalance）”或“财政依存度（Fiscal Dependen⁃
cy）”来 描 述 该 关 系（如 Jin and Zou，2002；Ebel
and Yilmaz，2002；De Mello and Barenstein，2001；

De Mello，2004）。具体为地方政府的支出在多大

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因此，它和

“地方财政自主度”的区别仅为自足点不同。

上 述 3 个 指 标 都 没 有 考 虑 预 算 外 财 政 收

支。以公式（3）为例，如果考虑预算外情况，则

公式的分母部分应当加上“省级政府预算外财政

支 出 ”，分 子 则 加 上“ 地 方 政 府 预 算 外 财 政 收

入”。一般情况下，省级政府的预算外财政收入

往往大于预算外财政支出。因此，由公式（3）计

算得到指标值实际上轻微低估了地方政府真实

的财政自主度。同时，由于缺少非预算财政收支

的数据，上述公式也没有考虑非预算的情况。

此外，Lin 和 Liu（2000） 采用了不同于上述

分权指标，他们用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的边际分

成率来衡量各省份与中央的分权程度，在这种计算方

式下，分权程度直接地由财政包干体制下各省份与中

央的收入分成规则所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中国情

况的指标，但是该指标特别为“财政包干”制所设计，且

将差别很大的省份归到一类，仅由于它们在财政包干

制下具有相同的份额，因此它不能准确地测量各省在

财政分权程度方面的差异。同时，该指标也反映不出

分权程度的跨时变化，更不能对分税制改革以后的分

权变化进行测量。

本文以下内容将着重考察前三类分权指标：即“支

出指标”、“收入指标”和“财政自主度”指标。表 1 汇总

了近期采用这三类指标的代表性实证文献。

（二）三类分权指标的适用性评析

在归纳现有文献所使用的分权指标后，本部分首

先从指标构建上讨论这些指标的内在含义及对不同研

究样本的适用性。其次，对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地方

财政关系变化，分析它们是否与历史一致。

1.指标的建构

从指标构建方法上可以发现，基于中国的研究在

构建分权指标时相当程度上借鉴了国际学术界现有文

献，特别是跨国研究的思路。然而，直接将跨国研究中

的分权指标应用到中国现实时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对应问题。在跨国研究中，每

一个国家被视作一个观察值，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政

府被视作一个整体同该国中央政府对应进而构建出分

权指标。但在单一国家研究中，众多省（州）级政府都

面临唯一中央政府。因此，收支类指标只能反映出一

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跨时变化，而不能反映出地区

差异：所有省份在同一时点上都面临相同的分母——

一个共同的中央政府（或全国）的财政收（支）信息。这

意味着在一个相同的年份，各个省份分权程度的计算

公式中分母没有任何变异。分权程度的截面差异信息

完全来自于分子，而分子反映的地区差别更多是各省

份财政收入（支出）规模的相对大小。这也是公式（1）
和（2）的分母中没有下脚标 i的原因。

在实证研究中，一方面，收支指标能够描绘中央财

政关系的跨时变化，但是由于样本期太短（大多小于

30 年），不易获得稳健的结果。另一方面，为了克服

样本量限制及内生性问题，现有绝大部分研究均采用

省级面板数据。而采用收支指标测量单一国家的分权

表 1 使用三类分权指标的代表性实证文献
指标类型

“收入指标”

“支出指标”

“财政自主度”指标

代表性研究

贾俊雪与郭庆旺(2008)
王文剑(2010)
吴木銮、林谧(2010)
赵文哲(2008)
Zhang and Zou(1998)
Chen(2004)
乔宝云等(2005)
沈坤荣与付文林(2005)
傅勇与张晏(2007)
王文剑与覃成林(2008)
范子英与张军(2009)
王文剑(2010)
吴木銮、林谧(2010)
朱恒鹏(2004a)
陈硕(2010)

郭庆旺、贾俊雪(2010)
梁若冰(2009)
沈坤荣与付文林(2005)

乔宝云(2002)
Jin et al.(2005)
张晏与龚六堂(2005)
梁若冰(2009)
贾俊雪与郭庆旺(2008)
周业安与章泉(2008)
傅勇(2010)
郭庆旺、贾俊雪(2010)
赵文哲(2008)
龚锋与卢洪友(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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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会产生测量偏误问题。相比较来说，“财政自

主度”指标公式的分子和分母均存在跨时和跨地区

变化。综上所述，从数据结构适用性上来说，着重

于刻画跨时变化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采用收支指

标，但如果使用考虑地区差异的截面或面板数据

时，可以采用“自主度指标”指标。

2.新中国成立后央地关系变化的事实标准

本文在第二部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地

方财政关系调整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提供了

检验上述指标有效性的最直接标准。以下要做的，

就是用这 3 个分权指标绘制出时间变化趋势，然后

对比这些历史事实从而获得最准确的分权指标。

第 一 ，我 们 不 考 虑 地 区 差 异 ，仅 绘 制 时 间 序 列 趋

势。第二，对于那些反映地区差异的截面（面板）数

据，则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同时检验其有效

性。具体方法是：先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出每个省份

的分权指标值，分析其能否正确反映出地区间财政

差异；然后将同一年份的所有省份指标求均值，绘

制出时间趋势，进而判断其准确性。

（1）时间序列趋势上的有效性。首先考察没有

地区差异的时间序列趋势，我们的做法是将同时点

的所有地方政府视作一个整体并与中央政府对应。

图 1 展示了由上述 3 个指标描绘出的 1953~2009 年

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我们发现：第一，“支出指

标”在整个时段呈现出稳定上升趋势，其趋势无法

刻画出上文提到的几次财政事件，特别是无法显示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自主度降低的事实。第二，

就“收入指标”和“自主度指标”来说，它们

均能准确地刻画“大跃进”、“文化大革命”

及分税制时期的集分权过程。但相比较

1978 年之后，这两个指标在计划经济时

代的数值较高，这不符合对新中国成立后

央地财政关系的一般认识：改革开放后中

国经历了显著的分权化过程。对此理解

需要结合这两个指标的构建过程，虽然计

划经济时代地方政府筹集的收入超过了

其支出，但其收支是分离的。在这种制

度下，地方政府虽然有很高的指标数值，

但并不具有与之匹配的财政自主权。而

在改革开放后，分权化改革将地方政府收

支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指标值的下降。在

这期间，对转移支付的不同处理是区别这 3 个指标

的关键，其中，“收入指标”不涉及转移支付部分；

“支出指标”将其视作自有财力的增加：从中央获得

的转移支付意味着自有财权的扩大；但“自主度指

标”仅将地方政府完全支配的本级财政收入视作自

有财力，并不包含从中央获得的转移支付。1994 年

分税制正是通过转移支付制度补偿地方政府财政损

失。因此，将转移支付视为自有财力的“支出”指标

自然无法刻画出这次政策调整。在不考虑转移支付

的情况下，这次改革确实带来了地方政府本级收入

的下降，因此“收入指标”和“自主度指标”在 1994年

后均出现显著的下降。综上所述，3 个指标中，“支

出指标”无法刻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地方财政关

系；“自主度指标”与“收入指标”可以适应于改革后

的研究，但对于覆盖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时期的研

究，采用这两个指标时需要谨慎。

（2）面板或截面上的有效性。使用面板或截面

数据的研究必须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检验指标的

有效性。针对跨时有效性的检验，需要首先计算每

个省份每年对应的指标值，然后在此基础上获得该

年所有省份指标值的均值，从而构建出时间趋势。

为了帮助理解，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该过程：对

于 1953年的全国分权指标值，我们首先计算该年度

每个省份各自的指标值，然后由此计算所有省份指

标值的算术均值，该均值即为图中 1953年对应的数

值。用类似方法我们依次获得其他年份的对应数

值。图 2描绘了由此获得的时间趋势。

图 1 1953~2009年中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时间序列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 201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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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考虑了地区差异，图 2 中显示情况也和图

1 一致：“支出指标”仍然无法准确刻画整个时段财

政关系的变化。“收入指标”和“财政自主度”指标能

分别胜任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央地方关系测量，但

无法准确描绘整个时段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检验

这 3个指标的有效性，我们将样本进一步分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图 3A、3B 和 3C 分别描绘了这 3
个指标在这 3 个地区的时间趋势。可以发现，通过

“财政自主度”与“收入指标”绘制出来的时间趋势

都可以清楚地显示出东部地区的分权程度要明显

大于中西部地区，但“支出指标”却不能分辨出这种

差异。这使得“支出指标”的局限性进一步加大。

东部地区一直以来享有较高的财政自主权，这可以

从分税制改革的制度设置中体现出来。该改革包

含的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制度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

间财政能力的差异上，该制度的设置有偏向中西部

落后地区的初衷：中西部地区财力不足导致对中央

转移支付的依赖；同时，为了照顾东部富裕省份的

利益，转移支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公式计算得

到的税收返还，主要基于以前年度税收贡献（马拴

友、于红霞，2003）。也有政治学文献认为东部地区

享有较高的自主权的原因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东部

省份地方领导人较高的政治级别也意味着这些地

区有较高的谈判能力（Sheng，2005）。比如在 2000
年左右，两个政治局委员级别的省委书记均在沿海

省份任职。就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财政自主

度”显示中部高于西部，但“收入指标”则无法区分

开这两个地区。事实上，在“财政包干”时期，西部

省份的财政决策自主权就要比其他地区（包括中部

省份）要小得多（Wei，1996）。这种情况在分税制改

图 2 省级分权指标的时间趋势（1953~2009）
数 据 来 源 ：1953~2008 年 的 数 据 来 源 于《新 中 国 六 十 年 统 计 资 料 汇

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2009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统计出版社，2010）。

图 3 省级分权指标的地区趋势（1953~2009）
注：数据来源同图 2。

图 3A“自主度指标”的跨地区比较

图 3B“收入指标”的跨地区比较

图 3C“支出指标”的跨地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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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依然存在：西部省份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

甚至大大高于中部不发达省份（王绍光，2002）。因

此，在这 3 个指标中，“财政自主度”指标可以反映

出财政关系的地区差异。

以上从指标构建方法及与历史事实一致性两方

面对 3 个指标进行考察。从指标构建来说，跨国研

究中广泛采用的“收入”和“支出”指标无法反映出同

一中央政府下不同地方政府分权程度差异，因此仅

适用于描述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跨时变化。就与历

史事实的一致性程度来说，对 3 个指标有效性的检

验需要从时间趋势和地区差异两个维度同时展开。

从时间趋势看，3 个指标中均无法胜任针对全时段

的研究（例如 1953~2009年）。但如果单独考察改革

前后，“财政自主度”指标与“收入指标”均有效；从地

区差异看，只有“财政自主度”指标能反映出跨地区

差异。综上，这些证据决定了未来的文献中，具体指

标的选取需要结合研究样本覆盖的时间段。

四、实证重估

在分权相关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即使是研究命

题相同，分权指标的差别也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和政

策性含义。比如，同是针对公共品供给的研究，乔

宝云等（2005）使用“支出指标”发现分权显著地不

利于公共品的供给，但基于“财政自主度”指标，陈

硕（2010）的研究则显示出财政自主度的增强有利

于地方公共品供给。即使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傅勇

（2010）同时使用“支出指标”与“自主度指标”，发现

两者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截然相反。再比如，在经

济增长的研究中，贾俊雪与郭庆旺（2008）发现改革

开放以来政府间收入（支出）责任的安排对地区经

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一致：地方政府承担的总支出责

任（“支出指标”）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而收入责任安排（“收入指标”）对地区经济增长则

没有显著的影响。

上述矛盾的结论使得读者及政策制定者必须

谨慎对待从单篇研究中引申出来的政策性含义。

实证结论的不一致当然来自不同研究采用不同的

数据、模型设置及估计方法，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们

采用了不同的分权程度测量方法。本部分的目的

在于告诉读者不同的分权指标背后反映了迥异的

事实与逻辑，彼此不能相互替代或混用。作为证

据，我们选取了两篇有代表性的近期研究，在努力

保持原有数据、模型设置及估计方法的前提下，通

过置换分权指标来检验原有结论是否发生变化。

本文选取的是张晏与龚六堂（2005）和乔宝云、范剑

勇 和 冯 兴 元（2005）的 研 究 。 由 于 张 晏 与 龚 六 堂

（2005）文中存在多个实证方程，为节省篇幅，本部

分仅重估并对比其中最主要的实证结果。对各个

分权指标发挥作用的机制讨论，则放在下一部分。

（一）对张晏与龚六堂（2005）研究的重估

张晏与龚六堂（2005）的“分税制改革、财政分

权与经济增长”一文发表于《经济学季刊》。该研究

发现财政分权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存在显著

的 跨 时 和 跨 地 区 差 异 ：分 税 制 改 革 前（1986~1992
年）财政分权显著地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分税制改

革后（1994~2002 年）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经济增

长；同时，东部地区的分权作用高于中西部地区，发

达地区的分权作用高于落后地区。原文报告的结

果采用的是人均标准化后的“支出指标”，即“省本

级人均支出/中央本级人均支出”。重估中将用“财

政自主度”指标代替“支出指标”。由于该文的样本

时段跨越分税制改革前后，对它的重估有助于深入

分析不同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逻辑。

就估计方法来说，原文对分税制改革前及全时

段样本的估计采用控制省哑变量固定效用（LSDV，

Least-squares Dummy Variable）模型，对分税制改革

后 的 样 本 则 采 用 随 机 效 用（Random-effect）模 型 。

重估工作采用的方法将和原文保持一致。我们首

先重新检验跨时差异，原文结果和重估结果见表

2A。其中模型 1和 2分别报告分税制改革前的回归

结果，模型 3 和 4 则考察改革后的情况，模型 5 和 6
覆盖整个时段并引入交互项（分税制改革虚拟变

量×财政分权）。其中，模型 1、3和 5是原文结果，2、

4和 6则是置换分权指标后的重估结果。

原文实证结论显示财政分权对分税制改革前

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影响（模型 1），在改革后却

有显著的正影响（模型 3）。重估则显示分权对改革

前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 2），而对改

革后的影响则不显著（模型 4）。就整个时段来说，

原文结论认为分权发挥了负向作用，该作用在分税

制改革后变成正向作用（模型 5）。在将“支出指标”

置换为“财政自主度”指标后，我们发现在整个时段

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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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该指标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作用，显著为负的交互

项系数表明该作用在分税制前后有显著差别（模型 6）。对

张晏与龚六堂（2005）研究重估工作表明不同分权指标对

经济增长具有不同影响。

张晏与龚六堂（2005）还研究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

影响的地区差异性。原文采用两种方法试

图发现该差异：第一，将样本分为发达地区

与不发达地区两部分；第二，将样本分成东

中西部 3 个地区。具体方法是通过构造标注

这些地区的虚拟变量，进而生成与分权指标

的交互项。由于逻辑相似，这里我们仅重估

第一种方法，结果见表 2B。该表结构和表

2A 类似。原文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前，分权

对所有地区都有显著的不利影响（见模型 7
中的交互项系数）；而分税制改革后，分权只

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但

却显著地不利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见

模型 9 中的交互项系数）；就全时段来说，原

文发现财政分权显著地不利于不发达地区

的经济增长（模型 11）。一旦我们将“支出指

标”置换为“自主度”指标后，上述结论均发

生 改 变 。 在 分 税 制 改 革 前 ，重 估 结 果 发 现

“自主度”指标对所有地区均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模型 8）。而分税制改革后，重估结

果显示“自主度”指标对两类地区的经济增

长均无显著影响（模型 10），这一结论对全时

段样本也成立。总的来看，和表 2A 类似，表

2B 发现分权指标的选取对考察地区差异的

结论也有显著的影响。

（二）对乔宝云、范剑勇和冯兴元（2005）
研究的重估

乔宝云、范剑勇和冯兴元（2005）的《中

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发表于《中

国社会科学》。在该文中作者研究了财政分

权对小学义务教育的影响。他们指出财政

分权使得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竞争吸引资

本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为吸

引投资会导致财政开支挤占教育支出进而

影响其供给水平。因此，经济增长和教育供

给存在一个潜在的、反向的替代关系。原文

采用的“支出指标”由如下公式构建：

财政分权 it=省本级人均支出 it /（省本级

人均支出 it+中央本级人均支出 t）

在识别方法上，作者运用“两阶段工具变

量回归”（2SLS）。由于原文原始数据不可得，

对该文实证重估需要的相关变量由本文作者

表 2A 对张晏与龚六堂（2005）的重新估计（跨时差异）
因变量：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

解释变量

支出指标

自主度指标

支出指标×分税
制虚拟变量

自主度×分税制
虚拟变量

GDP 增长率滞
后一期

省级税负

投资增长率

国有单位职工
比重

2002 年所得税
改革虚拟变量

FDI 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

Adj(overall)–R2

1986~1992
模型 1
原文

–0.0401***
(–4.93)

0.072
(1.34)

–0.501***
(–5.18)
0.145***
(15.99)

–0.001
(–0.59)

0.005***
(3.39)
0.050
(2.51)
0.447

模型 2
重估

0.101**
(2.23)

–0.040
(–0.44)

–1.230***
(–3.01)
0.050**
(1.97)
0.004
(1.12)

0.003
(1.08)

–0.270**
(–1.99)
0.717

1994~2002
模型 3
原文

0.0004**
(2.06)

0.611***
(17.37)
0.011
(0.17)

0.046***
(4.85)

–0.000***
(–3.49)
0.010***
(2.37)
0.000
(0.16)

–0.003
(–0.17)
0.549

模型 4
重估

0.010
(1.15)

0.523***
(13.05)
-0.074
(-1.54)

0.053***
(5.44)

-0.000*
(-1.77)
–0.020
(-1.42)
–0.003
(–1.14)

–0.132**
(–2.10)
0.752

1986~2002
模型 5
原文

–0.004**
(–2.1)

0.004***
(3.8)

0.249***
(6.31)

–0.1849***
(–3.7)
0.126***
(15.2)
0.000
(0.64)

0.017***
(6.14)

0.003***
(2.47)

–0.029
(–2.43)
0.495

模型 6
重估

0.000
(0.01)

–0.030*
(–1.67)
0.310***
(6.82)

–0.210**
(–2.03)
0.060***
(5.38)
0.000
(0.38)
0.008
(1.33)
0.001
(0.63)

–0.200***
(–2.83)
0.711

注：括弧内为 T 值，本表没有包括常数项；原文报告的是 Adj–R2，而重估中报告的是
Overall–R2；原文估计中所使用的分权指标是“支出指标”（省本级人均支出/中央本级人
均支出），重估中则使用了省级“财政自主度”指标；***、**、*分别表示 1%、5%和 10%的
显著性水平。

表 2B 对张晏与龚六堂（2005）的重新估计（考察地区差异）

注：同表 2A。

解释变量

支出指标×发达
地区

支出指标×不发
达地区

自主度指标× 发
达地区

自主度指标×不
发达地区

GDP 增长率滞
后一期

省级税负

投资增长率

国有单位职工
比重

分税制改革虚
拟变量

2002 年所得税
改革虚拟变量

FDI 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

Adj(overall)–R2

因变量：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1986~1992
模型 7
原文

–0.0020**
(–2.03)

–0.007***
(–2.62)

0.184***
(3.40)

–0.205**(–2.41)0.169***(17.35)
0.000
(0.12)

0.003**(2.08)0.046**(1.96)0.442

模型 8
重估

0.080*
(1.66)

0.170**
(2.30)

–0.050
(–0.50)

–1.140***(–2.75)0.050**(1.91)
0.003
(1.10)

0.003(1.24)
–0.280**(–2.11)0.720

1994~2002
模型 9
原文

0.0004**
(2.11)

–0.002***
(–3.17)

0.556***
(22.74)

–0.012(–0.41)0.049***(8.07)
–0.000**
(–2.33)

0.011***
(6.10)0.003(1.52)

–0.006(–0.58)0.709

模型 10
重估

0.001
(0.06)

–0.026
(–0.88)
0.450***
(9.80)
0.040(0.22)0.050***(5.05)
0.000
(0.89)

0.010***
(2.81)

–0.004(–1.47)
–0.080(–1.19)0.778

1986~2002
模型 11

原文
0.0001
(0.36)

–0.003***
(–2.74)

0.312***
(7.63)

–0.223***(–4.26)0.124***(14.30)
–0.000***
(–2.70)
0.006
(1.72)

0.014***
(5.05)0.003**(2.05)

–0.039***(–2.8)0.499

模型 12
重估

0.005
(0.42)
0.020
(0.98)

0.300***
(6.62)

–0.270***(–2.56)0.070***(5.49)
0.001
(1.30)

–0.040***
(–2.68)
0.010*
(1.66)0.001(0.50)

–0.170***(–2.54)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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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收集构建，其与原文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3。

我们同样采用 2SLS 方法估计。由于数据来源

与变量构造方式与原文不同，为了与原文结论可

比，我们采用折中办法：我们首先汇报原文结果，然

后汇报采用我们构建的数据但基于原文分权指标

的结果（见表 4“重估 1”），最后是基于置换指标及

重建数据的结果（其中，将原指标置换为“支出指

标”见表 4“重估 2”，置换为“财政自主度”指标见表

4“重估 3”）。引进“重估 1”的逻辑是如果其结果与

原文相似，就意味着原始数据的差异不会导致原文

结论改变。因此，基于新数据和其他分权指标获得

的结论与原文差别就仅来自于分权指标的更换。

“重估 1”列显示无论第一阶段教育决定方程还

是第二阶段经济增长决定方程，我们最为关心的分

权指标的估计结果与原文一致，虽然其他变量的估

计值和原文存在一定差异。复制结果印证了原文

结论：首先，财政分权不利于义务教育供给。相对

于东部各省份，该负面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

著；其次，财政分权同样不利于经济增长，其负面作

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由于核心解释变量的

估计结果和原文类似，接下来的复制工作将以“重

估 1”作为参照。

“重估 2”用“支出指标”测量分权程度。其结果

与“重估 1”基本一致。但如果采用“财政自主度”指

标，获得结果发生了显著变化（见表 4“重估 3”）：首

先，在教育方程中，分权指标的符号与“重估 1”相

反。而“重估 3”的结果表明地方“财政自主度”的增

强有利于义务教育供给，同时该作用不存在显著的

地区差异；其次，在经济增长方程中，“财政自主度”

指标在整体上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

五、“分权的逻辑”和“指标的逻辑”

上述实证重估工作表明现有文献结论依赖于

分权指标的选取，这一部分我们将解释为何不同的

分权指标对同一个被解释变量会产生不同甚至截

然相反的作用。具体来说，已有研究首先选用某一

分权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根据回归结果证实或

证伪一般性理论。但其提供的因果机制仅停留在

“分权为何促进经济增长？”（我们称之为“分权的逻

辑”），而不能回答诸如“为何地方政府支出份额每

提高 1%，经济增长率就会提高 1.5%？”这样的问题

（我们称之为“指标的逻辑”）。显

而易见，后者涉及具体指标发挥作

用的因果机制，之后回答这样的问

题 才 能 获 得 有 针 对 性 的 政 策 含

义。以下内容将从这两个逻辑展

开，我们首先讨论分权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然后讨论对公共品供给的

影响。

（一）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

机制

就“分权的逻辑”来说，对于那

些认为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一般

性理论文献来说，其因果关系存在

多 种 机 制（Martinez-Vazquez and
McNab，2003；Feld et al.，2009）。

但文献均认为其发挥作用的关键

表 3 本文重建变量与原文变量统计描述（乔宝云等[2005]）

本文数据来源：“小学入学率”数据来自于 1980~2002 年的《中国教
育统计年鉴》（人民教育出版社），其他变量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
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原文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
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变量名

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
分权指数

沿海地区分权指数
有效税率

小学入学率
人均 GDP

劳动力增长率
资本增长率

均值
本文
8.7
0.64
0.25
10.9
96.7
3334
2.1
20.7

原文
4.5
0.7
0.5
4.7
96.5
4324
2.2
18.7

标准差
本文
4.6
0.14
0.34
6.8
4.3
4327
2.0
19.5

原文
10.4
0.7
0.8
9.8
4.5
1119
1.6
21.0

最大值
本文
38.1
0.94
0.94
60.3
100.1
37382
12.6
124.1

原文
26
0.9
0.9
38.9
99.9
37382
7.2
94.2

最小值
本文
–9.7
0.27
0.0
2.8
74.6
204

–9.2
–23.7

原文
–2.5
0.5
0.0
3.8
74.6
204

–13.1
–23.8

人均 GDP
增长率

分权指数

沿海地区
×分权指数
人均 GDP

1984 年虚
拟变量

1988 年虚
拟变量

1994 年虚
拟变量

R2

观察值

小学入学率（第一阶段）
原文

–0.051***

(–2.77)
–0.024***

(–3.99)
0.01***

(2.72)
0.11***

(4.99)

–0.33***

(–2.01)
–0.61***

(–4.11)
0.40***

(2.69)
0.20
690

重估 1

0.060**

(2.08)
–10.84***

(–4.63)
4.52***

(4.74)
–0.14**

(–2.54)

4.17***

(8.52)
2.41***

(6.19)
2.17***

(5.54)
0.16
690

重估 2

0.061**

(2.02)
–1.54***

(–6.83)
1.31***

(6.94)
–0.10
(–1.38)

3.72***

(9.06)
2.26***

(5.74)
1.90***

(4.19)
0.11
690

重估 3

0.062*

(1.77)
1.11*

(1.60)
0.44
(0.85)

–0.03
(–0.58)

2.94***

(7.7)
1.46***

(3.75)
1.48***

(3.59)
0.26
664

小学入学
率

分权指数

沿海地区
×分权指数
有效税率

资本
增长率
劳动力
增长率

观察值

人均 GDP 增长率
原文

–1.120***

(–2.30)

–0.05***

(–3.90)
0.06***

(5.76)
–0.09***

(–3.44)
0.11**

(1.88)
0.07***

(5.94)

0.33
690

重估 1
0.051
(0.58)

–4.91**

(–2.43)
3.71***

(3.32)
–0.22***

(–7.21)
0.11***

(14.93)
–0.05
(–0.57)

0.33
690

重估 2
0.090
(1.21)

–0.84****

(–3.88)
0.87***

(4.47)
–0.18***

(–6.74)
0.11***

(14.95)
–0.05
(–0.62)

0.32
690

重估 3
–0.062
(–0.7)

–0.61
(–0.78)
1.71***

(2.76)
–0.28***

(–5.18)
0.11***

(14.87)
–0.05
(–0.54)

0.30
690

表 4 对乔宝云、范剑勇和冯兴元（2005）的重估

注：括弧内为 T 值，本表没有报告常数项估计结果；“重估 1”中的分权指标为原文的分权指标
“省本级人均支出/（省本级人均支出+中央本级人均支出）”，“重估 2”中的分权指标为“省本级人

均支出/中央本级人均支出”，“重估 3”中的分权指标为“省级财政自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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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提高经济效率，具体包括配置效率与生产效

率。前一种效率指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具信息优

势，向下分权会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辖区的

不同的公共品偏好和需求，从而获得更有效的资源

配置，进而提升经济效率；而生产效率是指相对于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可以用更小的成本提供公共品

和服务，或在相同成本约束下提供更多的数量和更

好的质量，进而促进增长（Oates，1993；Sewell，1996；

Tanzi，1996；Martinez-Vazquez and McNab，2003）。

就“指标的逻辑”来说，我们将逐个讨论这 3 种

指标的作用机制。首先考察“财政自主度”指标，对

张晏与龚六堂（2005）的重估结果显示，财政自主度

在分税制改革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见表 2A 模型 2），但在改革后该指标增长效应消失

甚 至 不 利 于 经 济 增 长（见 表 2A 模 型 6 交 互 项 系

数）。我们知道 1994 年之前的财政制度是“财政包

干”体制，因此，对该指标作用机制的分析需要从两

种体制的特征及其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入手。根据

Jin 等（2005）的研究，“财政包干”制为省级政府提

供了一种可信的财政契约，使得地方政府支出与收

入的联系比改革前更紧密。该体制下的地方政府

具有很强的财政激励谋求经济发展（Oi，1992；Mon⁃
tinola et al.，1995；朱恒鹏，2004b；Jin et al.，2005；贾

康、赵全厚，2009）。该指标数值越高，意味着自有

收入比重越高。而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地方政府

的财政收入均大于其支出，因此地方政府有动力通

过优化经济效率来提高包干合同后的剩余控制量：

根据自有收入合理安排本级政府开支并将资源从

低生产率领域配置到高生产率领域。但旨在财政

集权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

预算内收入的一种分成行为，这削弱了地方政府的

收支联系。相比较“财政包干”制，其提供优化经济

效率的激励强度有所下降。综上，“财政自主度”

指标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依然为一般文献认为

经济效率改善：地方政府根据自有收入安排本级政

府 的 开 支 ，进 而 提 高 了 资 源 的 配 置 效 率（Lin and
Liu，2000；贾康、赵全厚，2009）。

那么，“支出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逻辑是什

么呢？对于该指标在分税制前后作用的变化，张晏

与龚六堂（2005）归因于改革加强了各级政府的政

策协调能力。结合该指标的构建，我们知道不同省

份“支出指标”在同一年的分母是相同的。这意味

着，从截面来说该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来自分

子——“省本级人均支出”上的差异。因此，“支出

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支

出的作用。该推测可从以下证据证实：“支出指标”

与“省本级人均支出”的相关系数在 1986~1992年期

间为 0.98，在 1994~2002 年间为 0.8。因此，对于分

权促进经济效率因果关系的进一步研究需要剔除

（控制）支出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对“支出指标”在分税制改革前后不同作用的理

解需要结合两个层面：在背景上需要考虑两种财政

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在实证分析上则要结合

1994年改革的制度设置对该指标取值的具体影响。

首先，在“财政包干”制下，乡镇企业是地方政府收入

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对此施以“援助之手”，如将基

础设施重点投向到工业部门（林毅夫等，1999；Lin
and Liu，2000），但公共支出在此时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并未凸显。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失去了对乡

镇企业收入的控制权，转而寻找其他收入增长点：引

进外资和扩大出口（陈硕，2010；Kung et al.，2011）。

这些变化促使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基础设施建设

以 吸 引 外 来 资 本 获 得 资 本 回 报（张 晏 、夏 纪 军 ，

2006）。因此，财政支出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发挥了

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其次，具体到实证分析上，要弄

清楚 1994 年改革是否显著改变了指标值进而得到

改革前后不同作用。基于张晏与龚六堂（2005）的研

究，我们发现“支出指标”在 1986~1992 年的均值是

2.66，而 1994~2002年的均值是 3.10。这表明分税制

改革并没有显著改变该指标取值，那么该指标前后

期的不同效果只能来自于截面上（省级）的差异。而

之前已经论述该差异更多反映的是支出规模。因

此，分权指标前后期呈现不同效果的原因主要来自

于支出规模，该猜测可有以下两个证据得到验证：第

一，1986~1992 年的均值“省级人均支出”是 118.45
元，而 1994~2002年的均值 231.89元（可比价格），为

前者的两倍；第二，如果在原回归中同时控制“支出

指标”和“省级人均支出”的话，前者不再显著。因此

该指标对增长的影响更多地是通过增加支出水平获

得，而非经济效率的提升。

（二）分权影响公共品供给的作用机制

就“分权的逻辑”来说，分权影响公共品供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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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理论解释同样需要从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展

开。从配置效率来说，地方政府因为接近于辖区居

民，所以更加了解其对公共品的需求。因此，由地

方政府提供公共品可以满足差异化的需求和偏好，

该特征通过地方政府间竞争实现社会福利的增进

（Oates，2008；Oates，2006；Lockwood，2006）。而关于

分权促进公共品供给生产效率的理论要稍微多样。

对于促进作用，文献一般认为存在 3种传导机制：第

一，分权增强了选民对地方选举政治家的控制；第

二，分权促使地方政府展开标尺竞争；第三，分权有

助于减少利益集团的游说作用。通过这些机制，

公共品的分权化供给促使地方政府减少浪费、降低

供给成本并提高了产出质量；对于负向作用，有学

者认为分权导致规模经济的丧失，这意味着公共品

供 给 需 要 更 高 的 成 本（Prud’homme，1995；Stein，

1997），也有学者认为分权会使地方领导人更容易

被利益集团俘获（Bardhan and Mookerjee，2000；Prud
’homme，1995），进而恶化公共品供给。

“财政自主度”指标影响公共品供给的“指标逻

辑”与该指标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类似。首先，地

方政府自有收入在支出中的比重提高意味着具有自

主收入权的地方政府能够展开真正的竞争（Chap⁃
man，2003）。这也促使地方政府将注意力从转移支

付和中央政府的需求转到本辖区居民的需求与偏

好，因此避免了决策成本外部化（Dye，1990；Boyne，

1996）。同时，自主收入比重的提高也改善了地方

政府对辖区居民需求的回应能力。最后，较高的自

有收入份额保证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边际收益和边

际成本相等时提供公共服务，从而提高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率（World Bank，2009）。由此可见，该变量发

挥作用的“指标逻辑”在于该指标值的提升能够促

使和激励地方政府改善公共品的配置效率或生产效

率，主要体现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虽然构成现

阶段转移支付制度主体的专项转移支付带有特定的

用途要求，现有研究发现许多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

当地居民真实需求之间仍存在差距（Rozelle et al.，
2005）。同时，为了防止地方搭便车，该制度要求地

方政府为这些专项转移提供配套资金，这进一步限

制 了 地 方 政 府 的 选 择 和 灵 活 性（Gordon and Li，
2011）。因此，那些自有收入比重较高的地方政府

在配置支出结构上具有更强自主性，能更好地满足

本地居民需求；另一方面，专项转移支付主要基于

具体项目设置。在使用资金过程中，地方政府并没

有提高效率的激励。该点已经体现在近期关于转移

支付资金的审计调查中（刘家义，2010）。

对于“支出指标”发挥作用的“指标”机制，上文

指出该指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均公共支出规

模”的作用逻辑。表 4 发现该指标对义务教育供给

有负面影响，该作用主要由中西部地区的负面作用

所驱动，这显示出该作用存在门限效应。安苑与王

珺（2010）的研究发现，“支出指标”在门限之内存在

显著的生产性支出偏向（重视基建支出而忽视科教

文卫支出），但超过这一点后，生产性支出偏向就大

大减弱了。上述结论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可供支配

的人均财政资源超过一定点时，地方政府将会调整

支出结构、重视公共服务支出。可见，采用中国数

据呈现的图景与 Rostow（1960）关于不同经济发展

阶段公共支出结构的论述一致：Rostow 认为经济体

在经济发展初期需要更多的物质资本，而当发展到

一定阶段后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需求则变得越来

越突出。综上，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类似，“支出指

标”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来自于源于

支出水平的高低，较少涉及地方政府使用财政资金

的配置效率或生产效率。

综上所述，对具体指标作用机制的讨论有助于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性含义。本部分从“财政自

主度”指标与“支出指标”展开对“分权的逻辑”及

“指标的逻辑”的探讨，我们发现地方政府享有的财

政自主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及地方公共品供给也具

有一致的正向作用。

六、结论及政策性含义

针对当前财政分权研究中分权指标使用的随意

性及实证结论相互冲突的问题，本文立足于中国中

央地方财政关系变迁的历史事实，指出一个合适的

分权指标既可以在时序上刻画出这些历史变迁趋

势，也可以在截面上反映分权程度的地区差异。依

据这一标准，我们梳理了现有文献中使用的各类分

权指标并将其归为三大类：“收入指标”、“支出指标”

和“财政自主度”指标。针对它们的适用性，本文指

出没有一个最优指标可以适用于所有时段，研究者

需要根据研究样本涉及的具体时间阶段选择相应的

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

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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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同时，不同分权指标背后反映了迥异的事实

与逻辑，彼此不能相互替代或混用。作为证据，本文

选取了近年来发表的两篇有代表性的研究，在保持

原有数据、模型设置及估计方法的前提下，通过置换

分权指标来检验原有结论的稳健性。实证重估发

现，已有结论十分依赖于分权指标的选取，使用不同

的分权指标会使得原结论发生显著改变。

现有文献中普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者

在解释实证结果时仅回应了一般性分权理论（“分

权逻辑”）而没有给出所有指标发挥作用的具体因

果机制（“指标逻辑”），因此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

策性含义。以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分权对公

共品供给的影响为例，在讨论了分权发挥作用的一

般性“分权逻辑”之后，本文从“指标逻辑”讨论了

上述 3 个指标的作用机制。我们发现只有“财政自

主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及地方公共品供给具有一致

的正向作用。

这些发现对中国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具有

重要的政策含义。当前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学

术及政策讨论主要围绕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

权”不对称。而目前的政策思路主要有两种：一种

是试图通过“财力”与“事权”对等的方式化解：即进

一步寻求中央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填补地方

政府的财力缺口，然而，转移支付制度运行十多年

来，其负面效果日益凸显。另一种思路则寄希望于

通过上调事权，尤其是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比重来

扭转这一困境：2006 年“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显示了中央政府在公共品筹

资与提供中需要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Li，2010）。

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下一步财政体制的改革应更

注重财权层面的调整，即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转向

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有收入。

（作者单位：陈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香港科

技大学社会科学部；高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责任

编辑：蒋东生）

注释

①如不特别说明，本文涉及的分权均指财政分权，即中央
地方政府在预算内外财政收支、转移支付等方面确立的双向
关系。同时本文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文献涉及最多的中央—省
级财政关系上，针对省级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讨论可参见
贾康（2008）、刘小勇（2008）、吴木銮与王闻（2011）以及张光

（2011）等研究。
②Qiao 等（2008）同时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地区发展不均等

的影响。
③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用关键词“财政分权”检索，

2005~2010 年的文献数依次是 77、120、160、209、225 和 237 篇。
如果进一步缩小检索范围，只检索篇名是“财政分权”的文献，
相应年份的论文数仍然分别有29、34、67、88、105与106篇。

④现有研究中，只有赵文哲（2008）同时考察了“支出指
标”和“收入指标”，并发现不同指标的选取会显著影响结果。

⑤转移支付扭曲了地方政府的激励从而损失长期经济增
长效率（范子英、张军，2010a），导致了地方政府规模的膨胀

（范子英、张军，2010b；吴木銮、林谧，2010；袁飞等，2008）。同
时现有制度还存在资金被截留（汪冲，2007）等问题。

⑥2006 年 在“ 十 一 五 规 划 ”中 提 到“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在公共品筹资与提供过程中需要承担
更重要的角色（Li，2010）。

⑦见《南方周末》2012 年 3 月 19 日的“两会”系列报道《热
议分税制，地方要财权》：http://www.infzm.com/content/72845。

⑧采用重大事件作为央地关系阶段划分标准的其他研究见
王绍光（1997）、张军（2007）、辛向阳（2008）及吴敬琏（2009）等。

⑨政务院（1954年起名称改为国务院）在 1950年连续发布
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政府财政权力的文件，比如《关于统一
全国税政的决定》、《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关
于保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及《关于统一管理 1950
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等。

⑩在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 1956 年的“反
冒进”，把那时中央领导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
偏向，说成是所谓“右倾”、“促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981）。

在法规制定上，出台《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
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在财政管理体制上，会议决
定从 1958 年开始实行“以收定支，三年不变”（1958 年 4 月改为

“五年不变”）体制，并允许地方自行安排使用预算执行过程中
超过支出的收入，同时年终结余全部留给地方在下年度使用。

此外，向地方分权也导致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的膨胀：
地方和企业预算外资金占预算内收入的比重从 1957年的 8.5%
提高到 1960年的 20.6%（武力，2007）。

对于分税制改革前夕中央财政困境的表述见刘克崮和
贾康（2008年，第 322~324页）。

由于早期研究主要针对联邦制国家，因此财政分权也被
称为财政联邦主义。随着后来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实践在全球
范围展开，财政分权的叫法逐渐被广泛性地使用。Lessmann

（2009）指出，文献中的分权应当理解为“事实分权”（factual de⁃
centralization），该分权更多地强调了从财务权力上反映地方政
府实际拥有的自主性和决策权，而不仅局限于联邦政体的宪
制结构。

在经济学界，一般认为财政分权领域发端于 Tiebout 于
1956 年 发 表 在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该指标的建构需要考虑转移支付，而中央对省级的转移
支付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和“专项转移”三项。其
中“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可视为地方自有财力。因此，
该指标更加严谨的构建方法是将这两项由分母移至分子，其
修正后的指标值将大于公式（3）的值。值得注意的是，“税收
返还”在 1994 年之后经历了显著的下降：其占地方预算支出的
比重从 1994 年的 38.7%下降到 2009 年的 8%；“一般性转移”所
占比重一直不高，到 2009 年仅为 6.6%。“专项转移支付”的比

-- 55



重则在同时期从 11%上升至 32%（Huang and Chen，2011）。此
点感谢张晏教授的建议。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核心解释变量差异较小将导致其估
计结果不容易在给定水平上显著。

此外，在对中国 1949 年以后财政关系的研究中，Felten⁃
stein和 Iwata（2005）将预算外收入比重作为地方财政自主度的
测 量 ，该 指 标 被 定 义 为 地 方 预 算 外 收 入 占 总 的 预 算 收 入 比
重。他们的理由是，地方预算外资金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并且
不和中央政府分享。

在早期研究中，虽然研究者已经着手构思“省-下级政
府”分权程度，该指标更加贴切地反映了省级政府的财政自主
权，但受限于当时省以下财政数据不可得而没有成行。随着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的发布，这种努力已经提上日
程。针对该关系的讨论可参见贾康（2008）、刘小勇（2008）、吴
木銮与王闻（2011）以及张光（2011）等研究。此点感谢复旦大
学经济学院张晏教授提醒。

需要指出的是，有文献中将公式（1）和（2）的分母修正
为“省本级人均收（支）+中央本级人均收（支）”。这种衍生指
标在构造逻辑上存在明显缺陷。以“支出指标”为例，首先，分
母中的“省本级人均支出”和“中央本级人均支出”分别表示地
方性与全国性支出，在性质上两者不可相加；其次，即使“中央
本级支出”并非全国性，两者相加的前提是“中央本级支出”在
国土内平均分配，这不一定符合实际。像农林、农村卫生以及
基础教育等事务的支出通常带有明显的特定地区倾向。

周文兴与章铮（2006）利用 1953~2002 年的数据，考察了
中国总体财政分权（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
的比率度量）的程度与速度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该研究
是为数不多的基于跨时变化讨论中国财政分权影响的文献。

Ebel和Yilmaz（2002）发现支出分权率（地方政府支出份
额）在反映分权程度上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本文中，我们认
为基于面板数据建构的收支指标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公共支出
规模的作用。详细讨论见第五部分。

中央政府将地方政府收支分离的具体措施包括：首先，
国家预算是一个同时包含中央、省级及以下各级政府的整合
预算（consolidated budget），其中地方政府的预算权力较小；其
次，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公共支出水平和
标准，地方政府自主性有限；最后，那些有大量预算盈余的地
方 政 府 ，财 政 资 金 被 转 移 到 中 央 用 于 再 分 配 及 转 移 支 付

（Tong，1989；Wei，1996）。
图 2 的数据基于“省本级人均收（支）/中央本级人均收

（支）”计算得出。采用其他两种人均化计算的“收入指标”和
“支出指标”作出的图不影响此处结论，故不再汇报。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
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共 11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 9 个省
份；西部则包括出西藏之外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10个省份。

由于现有文献均没有解决分权指标内生性问题，该部分
的复制工作为了方便与原文对比，均没有处理该问题。将分
权指标视作内生过程并讨论其对因果推论一致性影响的研究
见陈硕（2012）。

在张晏教授的博士论文《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与经济
增长》中，作者尝试同时使用“收入指标”检验结果稳健型，但
发现该指标会导致结果改变（张晏，2004）。

对此需作几处说明：第一，在样本量上，本文与原文均使
用 1979~2001 年 30 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不包含西藏）；第
二，复制工作采用的变量构造方式与原文有所差别。首先，在

复制时“有效税率”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GDP”测量，而非原
文采用的“税收收入/GDP”。使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而不是

“税收收入”是因为《中国统计年鉴》（原文数据来源）并没有直
接统计各省份税收收入，而只是有几个主要税种的信息。其
次，由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没有重庆市 1978~
1984年的就业人员数，我们用人口增长率作为 1979~1985期间
年劳动力增长率的替代。最后，江苏省 1990 年的就业增长率
为 20.03%、山东省 1983 年和 1995 年的就业增长分别为 16.1%
和 18.8%、湖北省 1990 年为 24.98%、青海省 1990 年为 20.17%、
甘肃省 1983年为 14.3%，这些值由于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数值因
此被视为奇异值。我们用这些省份前后两年的均值代替原
值。从表 3 可见，除了“经济增长率”、“分权指数”与“人均
GDP”，本文构建的变量的统计描述与原文比较接近。本文建
构的人均GDP的最大最小值与原文一样，但均值和均方差相差
较大。其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经济增长率”均值是原文的
两倍，同时分权指数的均值要小于原文，其方差也比原文小。

李永友和沈玉平（2010）的研究发现分税制后中央政府
初次分配中的收入集中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该作用在发
达地区尤其明显，这表明分税制产生了负激励。

我们用“省本级人均支出”替代“支出指标”，对表 2A 中
的 3个时段分别进行回归。发现“省本级人均支出”与“支出指
标”的结论一致；此外，如果在回归中同时控制“支出指标”和

“省本级人均支出”的话，前者不再显著，但同时控制“省本级
支出”并不会导致“财政自主度指标”不显著。

具体每一个传导机制的理论文献在此不再列出，详细请
参考Barankay和Lockwood（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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